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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徐明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带来了对纸张的巨量需求。 日本的全面

侵华打破了四川传统的纸业市场格局，导致纸张供应危机，纸张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注意的

普通日用品，因之转而成为战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战时文化传播的迫切需要，诱使四

川本地的机器和手工造纸业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对西方机制纸的替代，但改用土纸虽缓解

了出版界的缺纸之急，却制约了印刷业的技术选择。 舆论界多将纸张紧缺归结为奸商囤

积，故要求政府管理市场，但政府的管控举措却不断被来自纸张产销各方的变通应对所消

解，反而导致纸市更加混乱。 战时四川纸张紧缺问题的产生和演进，反映出战时环境中纸

张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等不同群体，基于其自身或行业利益基础上的话语选择与生

存实践。
关键词　 抗战大后方　 造纸业　 纸张消费　 书报印刷　 物资管控

纸张①是一种重要的日用必需品，近代中国对纸张的巨量需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

动及转型有着密切关联。 日本的全面侵华导致中国市场出现纸张供应危机，严重影响了社会各界

的生产和生活。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已经习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报等印刷品所记载的内容

中，去找寻历史的真相，但却忽略了书报的物质载体———纸张———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和战争

爆发前相比，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印刷的书报，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纸张粗糙或字迹模糊等问题，
印刷质量普遍变劣，纸张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注意的普通日用品，也在战时转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 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缘由？ 对此有必要对当时的纸张问题进行一番细致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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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１４ＺＤＢ０４７）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资助项目“纸张、文化与战时物资管控：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及其社会反应”（２０１９ＣＸＺＺ０４９）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匿名

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纸张”为纸的总称，因纸以张计，故名纸张。 纸张在近代的指代范围比较复杂，从生产技术划分，有手工纸和机制纸之

别；从产品用途划分，有文化印刷用纸、迷信用纸、包扎用纸、裱糊用纸、卷烟用纸和特种用纸等；从造纸原料划分，有竹纸、草纸和

皮纸等；从产地划分，仅四川就有夹江纸、梁山纸、广安纸和铜梁纸等；从纸张来源划分，有洋纸、国纸之分；从纸张等级划分，包含

上等纸、次等纸、下等纸等。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纸张名称及其分类演变，参见刘仁庆《中国古纸谱》，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本文主要围绕文化印刷用纸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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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纸业市场中有着重要地位，其不仅是大后方机器和手工造纸业

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纸张消费量最庞大的地区。 学界对战时四川纸业问题的研究，多围绕战时

大后方造纸业的整体概况和夹江这一典型手工造纸区的历史来展开。① 其关注点主要在纸张的生

产层面，而相对忽视纸张的分配和消费层面②，特别是对战时四川纸张紧缺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

反应和后续影响关注不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史料，以战时四川纸张供应紧张

为切入点，考察与其密切关联的造纸业、印刷出版业、纸张管制机关、社会民众等不同方面的反应和

影响，以此来呈现纸张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特殊角色和作用。

一、 纸张供应危机的出现

长期以来，中国纸张生产基本以传统手工造纸业为主，其产区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福建、四
川、安徽、湖南和广东等地。 １８ 世纪以来，西方机器造纸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机器产纸速率更快且

质地更优，特别是在印刷用纸和钞券等特种用纸方面，机器纸更有着手工纸难以比拟的优势，而手

工纸除少量用作传统书画外，其余多作为迷信用纸焚烧。 随着两类造纸技术各自的发展，在制造方

法上，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技术特点；在产品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对象和市场范围。③ 在纸张

的多种功用中，书写和印刷是其最日常、也是最重要的用途。
在西方机器造纸和印刷工业快速发展的冲击下，中国手工纸越来越难以适应机器印刷的需要，

国内虽有个别机器纸厂能制造印刷用纸，但产量微小，因此国人多购洋纸。 １９３６ 年全国文化用纸

消费总量的 １８７７１１ 吨中，进口文化用纸为 １２７１７５ 吨，占总比重的 ６７􀆰 ７５％ ；国内手工纸 ３９０８９ 吨，
占总比重的 ２０􀆰 ８２％ ；国内机制薄纸 ２１４４７ 吨，占总比重的 １１􀆰 ４３％ ，可见使用洋纸之多。④ 据张剑

鸣估计，全面抗战前印刷用纸在所有进口纸张中的比重高达 ５０􀆰 ９５％ ，远远超过特种用纸、钢笔书

写用纸和包扎用纸等其他进口纸类。⑤ 洋纸在上海等地的青年群体中十分风行，有人曾公开批评：
“除他们如厕时所用的揩纸，也许没有全改用洋纸外（然而用洋纸的已不少），日常所用的信封、信
笺、稿纸、账册、日记簿，以及阅读的书报，大抵已完全洋化了。”⑥

中国机器造纸业不仅产量较少，且地域分布不平衡。 战前机器纸厂多设于沿海各省，特别是江

苏机制纸产量约占全国机制纸总产量的 ７０％左右。⑦ 四川机器造纸业一直十分落后，战前仅有嘉

乐造纸厂一家机器纸厂，而省内传统手工造纸业则十分发达，分布在夹江、梁山、铜梁等 ３０ 多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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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造纸业的研究，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编《中国近代造纸

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００—２０７ 页）；邵金耀：《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造纸业发展的影响》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颜俊儒：《近代中国传统造纸业的嬗变———以四川省夹江县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０５
年）；肖坤冰：《纸行天下：夹江造纸的社会与历史叙述（１６４４—１９４９）》（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２００７ 年）；艾约博

著，韩巍译：《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２０ 世纪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４—１１６ 页）；等。
关于战时纸张消费的研究，主要有齐辉《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局与报界因应（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陈福蓉：《抗战时期大后方期刊纸种特点及保护策略》（《四川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等。 此外，在其他关于战时大后方新闻史、印刷史和出版史的论著中对纸张消费也有简略提及，不一一列出。
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１８４０—１９３６）》，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３５ 页；韩海蛟：

《产品层次与技术演变———近代中国造纸业之发展（１８８４—１９３７）》，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０—４３ 页。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 ６２ 页。
张剑鸣：《中国造纸自给问题》，《西南实业通讯》第 ７ 卷第 ６ 期，１９４３ 年 ６ 月，第 ３ 页。
谢豹：《纸的缺乏（下）》，《战时日报》，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第 ４ 版。
张志诚：《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北大化讯》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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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全省年产值有 ２０００ 余万元，以造纸为生者有百万之众。① 四川省内虽出产手工纸甚多，但在全

面抗战前手工造纸业曾一度衰落。 据赵克谐估计，仅 １９３２ 年四川梁山出产的黄表纸，每年就有

２００ 万箱，以东北四省购用较多，但日据东北后销量锐减，梁山黄表纸生意日渐萧条。②
战前四川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使省内对进口印刷用纸的需求日增。 重庆的新闻业在战前已比

较发达，最盛时约有 ２２ 种报纸同时出版。③ 对进口纸需求的增加，使得纸张成为继布匹、纸烟和五

金等货物之后，四川进口数量最多的工业制品之一。④ 就海关统计的纸张进出口结构来看，１９３２ 年

至 １９３４ 年间四川进口纸主要以上等纸和特种纸为主，历年二者平均进口值约为 ９４１９０ 海关两，占
进口纸总值的 ９７􀆰 ６％ ；出口方面，除 １９３３ 年出口上等纸 ４５６ 海关两、１９３４ 年出口上等纸 ８６ 海关两

外，其余则全部为次等纸和下等纸。⑤ 这反映出全面抗战前四川输入洋纸和输出土纸的鲜明特征。
除直接输入纸张外，战前四川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商店、书局和报馆、印刷社等用纸单位，选择从

省外邮购或直接在上海印刷后运川，其数量处于不断增长之中。⑥
１９３６ 年底，受国际纸市动荡影响，中国曾一度减少进口纸。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造

纸所用木浆可用作制造无烟火药，陆续有国家将其列为统制物资，使我国洋纸来源大减。 １９３５ 年

至 １９４３ 年间中国印刷用纸进口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１９３５—１９４３ 年中国印刷用纸进口数量表

年份
普通印书纸、印报纸 其他印书纸

数量（公担） 指数 数量（公担） 指数

１９３５ １１５８７０４ １００ １８６６３１ １００
１９３６ ９４６５２４ ８２ １１７８０７ ６３
１９３７ １１０２７２０ ９５ １４５９９７ ７８
１９３８ ３９１３０８ ３４ １１８６８６ ６４
１９３９ ５４６３８９ ４７ １７１７９６ ９２
１９４０ ３３４９５０ ２９ １４３６４５ ７７
１９４１ ３２７９６５ ２８ １１４１４１ ６１
１９４２ ４２９３８ ４ ２５２６０ １４
１９４３ ２８８３４ ２ １５０１０ ８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 １２４ 册，京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３５ 页；第
１２８ 册，第 ５４０ 页；第 １３２ 册，第 ５２１ 页；第 １４０ 册，第 １６０ 页；第 １４５ 册，第 ５８２ 页。

说明：其他印书纸，指海关统计号列第 ３６６ 号模造纸、第 ３６９ 号印书纸（不用机制木造纸质制成者）以及第 ３７０ 号未列名印书

纸。 表格中对纸张的分类为《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原有分类。

由表 １ 可知，中国印刷用纸的进口，除 １９３６ 年输入数量较少和世界纸张减产有关外，战前普通

印书纸和印报纸年输入量在 １１０ 万公担左右，１９３８ 年减至 ３９１３０８ 公担，为 １９３５ 年输入量的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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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五锡：《非常时期的四川纸业》，《建设周迅（成都）》第 ７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第 １０ 页。
赵克谐：《梁山县之黄表纸业》，《四川省营业税局月报》第 １ 卷第 ４、５ 期合刊，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 １７ 页。 纸张的计量单位在

各产区并不统一，有参照纸张数量的，如张、刀、令等；有参照纸张重量的，如公担、磅、吨等；有参照运力单位的，如挑、箱、驮等，本
文将根据具体语境和研究需要进行使用。

程其恒编著：《战时中国报业》，铭真出版社 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３、５ 页。
屈平：《四川资源分布及进出口贸易数值概况》，《四川经济月刊》第 ９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８ 年 ５ 月，第 ７０ 页。
《四川考察报告书》，全国经济委员会 １９３５ 年编印，第 ３８—３９ 页。 特种纸类即为原表中未列名的纸类项。
黄庄毅：《四川之纸业》，《四川月报》第 ３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３ 年 ９ 月，第 １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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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 年更减至 ２８８３４ 公担，仅及 １９３５ 年输入量的 ２％ ，其他印书纸的输入也同样大幅减少。 在战

时洋纸输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内上海等地机器纸厂还在战争中被迫停产，或被敌伪接管，有限

的国产印刷用纸因战时交通阻塞，难以运至后方。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重庆市纸张印刷业同业公会

形容当时的情况称，淞沪会战爆发后长江运道阻绝，纸张来源顿缺，渝市所存纸料为数无几，“尤以

关系最大，需要最广之新闻纸与公文用纸为甚，市场空虚，实感无从供给”。①

洋纸供给减少的同时，战时四川对印刷用纸的需求却在急剧增加。 报业是印刷用纸数量最大

的单位之一，战时四川新增的报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东部沿海等地撤退至四川的报纸，如
《中央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益世报》和《扫荡报》等；二是战时各地方机关、民众团体与私人新

办的报纸。②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重庆的 １０ 余家报社中，除《新民报》一家是小型报外，其余均是每日出

一至二张的大报。③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于该年 ４ 月 １ 日参加重庆市各报社资助

审查会后不由发出感叹：“重庆市的报社实在太多了。”④报社以外，战时四川其他文化机构数量也

急剧增加，特别是上海和香港相继沦陷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等各大书

局，先后在重庆设立印刷厂，其他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和群益出版社等小规模出版社也

在重庆成立起来。⑤ 这导致了当地对纸张的需求激增。
战时公职文化人员的内迁和四川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纸张市场提供了潜在的消费群体。

战时四川学校和学生数量都快速增长，１９３７ 年，四川共有公、私立中等学校 ２６７ 所、教职员 ３８２９
人、学生 ７３５２７ 人；至 １９４４ 年，学校增至 ５３６ 所、教职员 １６０３１ 人、学生 ２１６６３０ 人，增幅分别高达

１００􀆰 ７％ 、３１８􀆰 ７％ 、１９４􀆰 ６％之巨。⑥ 师生数量增加，对教学及教辅用品的需求也日益加重，这更加

剧了用纸紧张。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曾描述当时大后方出版市场不平衡的供求关系说：“尤其是无

数学校之内迁与文化界之不安于沦陷生活，不惜冒艰险而群赴后方；教育界与文化界之视精神食粮

仅次于口腹食粮。 且后方各地之出版力量薄弱，存书亦不甚丰。”⑦

在战时全国纸市和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四川纸张供需矛盾凸显。 对于全面抗战

初期因纸张缺乏而引起纸价高涨的现象，时任四川大学教师的吴虞在其日记中有记录，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其在鸿兴公商行买六行卷格纸，一刀 ９６ 张，合钱 ６２００ 文，并感叹从前只需 ３８００ 文。⑧ 纸价

持续上涨，而纸市供应不足又难在短期缓解，这导致四川的纸张紧缺局面逐渐走向常态化。 重庆

《大公报》也发出评论：“自抗战发生后，四川顿成文化中心，纸张之供给，乃呈当前文化上一大问

题。”⑨战时四川文化用纸严重缺乏的现实，对当地纸业的增产提出了迫切要求。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重庆市政府呈四川省政府为据本市纸张印刷业同业公会呈报纸张缺乏情形请层转设法挽救一案呈请核示由》（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建设厅档案，民 １１５ ／ ０１ ／ １３５３，第 ８０—８１ 页。 “新闻纸”一词，在近代早期多指代新闻报纸，和
后来出现的“报刊”一词同义。 随后，“新闻纸”逐渐指代用作报纸等新闻出版物印刷的一种纸张类别。 本文中使用的“新闻纸”均

为后一种指代。 后文中出现的“白报纸”，指用来印刷报纸和一般书刊的纸张，习惯上亦多称为“新闻纸”。
吴亦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１９４６ 年 ４ 月），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

第 １９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７９—６０４ 页。
济仁：《重庆的新闻纸》，《好莱坞日报》，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第 １ 版。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１９３７—１９５２）》上册，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１ 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７０ 页。
钟宪民：《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重庆《出版界》创刊号，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第 １１ 页。
《四川省历年公私立中等学校概况表（１９３７ 年度至 １９４４ 年度）》，四川省档案局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

下册，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６０４—１６０５ 页。
王云五：《八十自述》上册，《王云五全集》第 １５ 册，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２９ 页。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下册，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 日，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８１ 页。
《改进铜梁纸产，造纸各项原料极为丰富》，重庆《大公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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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谋求纸张增产的努力

纸张紧缺状况出现的同时，四川也在努力谋求纸张增产。 机制纸方面，全面抗战时期洋纸输入

减少和后方对纸张需求的增加，成为原有纸厂进行扩建的市场机遇。 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政府机

构的协助，为沿海纸厂的内迁复建提供了便利。 此外，为应对纸张供给不足，战时四川还新建了部

分纸厂。
扩建或原厂改建的机器纸厂，有嘉乐造纸厂和铜梁造纸厂两家。 嘉乐造纸厂于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出货，当时无法与洋纸竞争，每天出纸数千张，尚有滞销和过剩的顾虑。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厂

因应市场需求进行扩建，经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贷款，先后增订圆网造纸机 ２ 台，连同原

有纸机，共有圆网造纸机 ３ 台。 铜梁造纸厂是在原铜梁实业示范工厂基础上改建而成，１９４０ 年

有广成造纸公司从江苏拆迁圆网造纸机 １ 台到川，与实验造纸厂合并，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投入

生产。②

中央造纸厂、中元造纸厂、万县造纸厂和中国造纸厂四家内迁复建纸厂也是战时四川机器造

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造纸厂，原为设于上海的龙章造纸厂，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川，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正式出货。 中元造纸厂，原设苏州浒墅关，全面抗战爆发后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将机器运

川，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试车生产。③ 万县造纸厂，亦称湖北建设厅造纸厂，武汉即将失陷时，湖北建

设厅将原白沙洲造纸厂机器内迁，１９４０ 年抵四川万县后建厂复工，于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投入生产。 中

国造纸厂，１９４１ 年经济部和筹建未成的温溪造纸厂商议将机器迁川，但因途中机件失落而难以

生产，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由翁文灏和陈立夫邀集各银行及书局，合组中国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１ 日建成投产。④

战时四川新建机器纸厂有正中造纸厂、建国造纸厂和华元造纸厂三家。 正中造纸厂原名兴蜀

造纸厂，于 １９３８ 年开始筹建，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试车出货，该厂原由四川实业界人士与正中书局合办，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由正中书局独资接办，改名正中造纸厂。⑤ 建国造纸厂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与中国银

行合建，利用拆迁来川的汉口谌家矶官造纸厂机件，经重新添配设备后，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试车出

纸。⑥ 华元造纸厂设在四川万县，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开始筹备，１９４４ 年 ８ 月正式投产。⑦

结合表 ２ 和其他资料可知，战时四川机器纸厂呈现出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除嘉乐造纸厂

外，开工时间都较迟，多数纸厂都是 １９４１ 年后开工，华元造纸厂和中国造纸厂更迟至 １９４４ 年后才

开工。 二是内迁纸厂普遍设备简陋，机件缺损严重。 如建国造纸厂拆迁来川的只有残缺不齐的烘

缸 ２０ 只、压光机 １ 部、超度压光机 １ 部，由于内地机件添配不易，该厂自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起，经多方努

力，至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才大致完成机件补充。⑧ 三是各纸厂产品中，书报用纸即新闻纸所占比重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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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文元：《四川是中国的纸仓库》，《迅报》，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１ 版。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 ２０１、２０４ 页。
林继庸：《后方造纸业概况》，《中国新闻学会年刊》１９４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６ 页。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 ２０４—２０６ 页。
林继庸：《后方造纸业概况》，《中国新闻学会年刊》１９４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６—９７ 页。
《建国造纸有限公司业务报告书》 （１９４３ 年），四川省档案馆藏，中国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及建国造纸厂档案，民 １２３ ／ ０１ ／

００５０，第 ４—５ 页。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 ２０６ 页。
《建国造纸有限公司业务报告书》 （１９４３ 年），四川省档案馆藏，中国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及建国造纸厂档案，民 １２３ ／ ０１ ／

００５０，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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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 年纸张总产量 ８５００ 令中，新闻纸为 ４８００ 令，占 ５６􀆰 ５％ 。 特别是中央造纸厂，除附产少数道林

纸、牛皮纸及其他纸张外，全部力量用于制造钞票用纸。①

表 ２　 抗战时期四川机器纸厂概况表

厂名 开工日期 厂址
兴建

方式

资本

（万元）
设备情形

１９４１ 年月产量

总量（吨） 总量（令） 新闻纸（令）
１９４２ 年月

产量（吨）

嘉乐造纸厂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嘉定 原厂扩建 ６０ 圆网机 ３ 台 ４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５

正中造纸厂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宜宾 战时新建 １２０ 圆网机 １ 台 ２６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３０

中元造纸厂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宜宾 内迁复建 １００ 圆网机 １ 台 １５ ６００ 甚微 ３０

中央造纸厂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重庆 内迁复建 ２００ 长网机 ２ 台 １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铜梁造纸厂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铜梁 原厂改建 ６０ 圆网机 １ 台 ２５ １２００ ５００ １５

万县造纸厂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万县 内迁复建 １１０ 圆网机 ２ 台 — — — １５

建国造纸厂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成都 战时新建 ６００ 圆网机 １ 台 — — — ９０

华元造纸厂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万县 战时新建 １０００ 圆网机 １ 台 — — — —

中国造纸厂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宜宾 内迁复建 ４００ 圆网机 ２ 台 — — — —

　 　 资料来源：《造纸业发展情形》（该报告建国造纸厂栏附注项有该厂“尚未开工，预计本年四月可试车”，结合建国造纸厂实际

情形，可推测该报告形成时间约在 １９４２ 年），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央印刷厂重庆造纸厂档案，０２６８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１；《中国近代

造纸工业史》，第 ２０１—２０６ 页。
说明：嘉乐造纸厂开工时间在战前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其生产在全面抗战期间基本一直持续。

战时四川机器纸厂还存在动力不足和原料短缺的困扰，致使多数纸厂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中

元造纸厂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投入生产后，因电力供应不足每日仅能产纸 ０􀆰 ５ 吨，１９４１ 年 ３ 月电力供应正

常，日产才提高到 １ 吨。② 战时外洋原料供应中断，各纸厂只能依赖各地收集的破布、废棉、稻草和

废纸等作为原料。 如中央造纸厂因原料不足，导致产量颇受限制，平均日产 ３—４ 吨，仅及原来在沪

产能的一半。 １９４４ 年，张志诚估计后方各机器纸厂年总产量约 １ 万吨，然而实际只有 ６０００ 吨左

右，这一数字仅相当于战前我国机制纸产量的 １ ／ １７。③
机器纸厂数量有限，一时又难迅速增加，故国人转而谋求改良四川的手工纸业。 四川多数县份

有着制造手工纸的资源区位，省内传统手工造纸业更有着良好的技术传承。 战前四川手工纸难以

和物美价廉的机制纸竞争，在洋纸进入后曾一度衰落，加以当时省内民众购买力相对薄弱，对文化

用纸需求有限，故手工槽户④多选择生产迷信用纸。 战前四川省建设厅也曾有过改良当地手工造

纸业的举措，但由于时间较短，加上市场环境的限制，收效并不明显。⑤ 而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纸市

供需已不同于战前，这正好为手工纸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增加手工纸的制造除了可以弥补机制纸产量不足外，对槽户收入和农村经济也有着重要意义。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征信所重庆分所查编〈中元造纸厂调查报告〉》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档案，
０２８７０００１０４１７６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 ２０３ 页。
张志诚：《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北大化讯》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第 ３ 页。
“槽户”一般指手工造纸业中拥有纸槽的作坊主，手工造纸业的生产形态多以家庭经营为主，因此从事手工造纸业的纸农

亦多被称为“槽户”。
《川建厅实施纸业四年计划》，《四川农业》第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５ 年 ３ 月，第 ７８—７９ 页；《为派本府建厅技士黄代镕前往产纸

区域督饬改良令仰协助并转饬遵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９ 期，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第 ３９—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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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分析梁山生产迷信纸，“使有用原料归于浪费，殊堪叹惜”，若能够对其进行改良，则“既可使本

县农村经济，重获调剂，复能救济纸荒，福国利民，良非浅鲜”。① 以产量来看，每架手工纸槽每年可

产纸 ２ 吨左右，“如使停工之纸槽恢复千槽，或将造迷信纸者使改造文化用纸，联合各纸区共同推

行，增产三两千吨并非难事，就民生问题论，为救济若干数失业同胞计，更有积极扶持之必要”。②

故社会各界要求改进手工纸之呼声日甚一日。
为了应对全面抗战以来日用品缺乏的局面，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提倡

并奖助手工业生产以裕战时国民生计案，造纸业为提倡奖助的主要手工业之一。③ 国民政府经济

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是当时从事四川纸业研究和改良的重要机构之一。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中央工业试验

所曾拟具救济纸荒的办法，其第一项即为以土纸替代新闻纸。④ 为了解决当地手工造纸技术陈旧、
工具简陋和成品不够标准的问题，该所曾于 １９３９ 年开办训练班，传授改良造纸技术，指导使用新式

工具及管理纸厂办法，３２ 名受训人员毕业后分发原纸厂工作。 该所还与工矿调整处合办铜梁造纸

厂作为示范工厂，并与广安、夹江各产纸区槽户直接联络，派员赴槽户集中地区巡察指导。⑤ 中国

工业合作协会、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其他机构团体，则主要以建立合作社、发放贷款的方式

来推动纸业改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两年间在四川建成造纸合作社 ５０ 余家。⑥ 这类以合作方式组

织经营的小型手工纸厂，资本自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设备简易、机器灵活，“其产量不可忽视，诚
抗战期中纸业之特征”。⑦

除了上述各种直接因素，战时四川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造纸行业起了间接推动作用。 漂白

粉是造纸的重要助料，也是纸料成本中最大宗的支出项目。 全面抗战初期广安所用漂白粉多系在

重庆购买洋货，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价格极昂，除少数资本雄厚的纸厂尚有囤资可用外，资力薄弱者

便只得停做白纸而改做本色纸。⑧ 随后战时内迁化工厂相继恢复生产，为四川当地纸业提供了使

用国产助料的便利。 １９４１ 年初，四川天原电化厂便将造纸业定位为重要销售对象，广告中宣称其

所产漂白粉“实为改良土纸之佳音”。⑨ 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分行对夹江的调查来

看，当地手工纸所用漂白粉也系向天原电化厂采购。􀃊􀁉􀁒

当时四川文化用纸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所形成的高昂利润刺激，对普通纸农具有更为切身的

诱导作用，部分槽户逐渐从生产迷信用纸，转而改造利润更高的文化用纸。 如 １９３９ 年广安县约有

熟料纸槽 ５００ 余架，生料纸槽 １００ 余架，熟料纸槽制贡川、对方、连史及土新闻纸等，用作书写印刷；
生料纸槽制草纸及黄表纸，供包扎、迷信之用，因贡川纸需求大增、纸价高涨、获利丰厚，多数生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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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谐：《梁山县之黄表纸业》，《四川省营业税局月报》第 １ 卷第 ４、５ 期合刊，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 １７ 页。
《救济四川纸业与解决后方用纸之意见及方案》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００５３ ／ 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７０ ／

０１００ ／ ０４３ ／ ００１。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 ２ 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１９８４ 年编印，第 ４３８—４３９ 页。
张永惠、张祈年：《三十年来中国之制纸工业》，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 １９４６ 年版，

第 １１ 页。
《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造纸工业改良推广概况》（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

案，１８ ／ ２２ ／ ０３ ／ ０９３ ／ ０２。
张法祖：《活跃在经济抗战线上的造纸工业》，《东方杂志》第 ３７ 卷第 ２２ 号，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第 ２６ 页。
韦斐斌：《中国造纸工业概述》，《广西企业季刊》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３ 年 ９ 月，第 ２２ 页。
《呈送广安纸业调查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１８ ／ ２２ ／ ０３ ／ ０９２ ／ ０３。
《天原电化厂制售漂白粉及各种酸碱》，《西南实业通讯》第 ３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１ 年 １ 月，第 ５９ 页。
《调查夹江县纸业概况报告书》（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四川省档案馆藏，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分行档案，民 ０７１ ／ ０１ ／ １５１６，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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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均设法增加设备，改制熟料纸。①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使造纸成为槽户有利可图的

事业。 韦斐斌曾论及，“各地手工纸户，只要劳力，资本有解决，服从政府指导，从事改良制造，无有

不赚钱，此诚手工纸业千载一时之良机”。②
在这种有利环境中，战时四川手工造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主要手工纸产区，梁山县 １９３７

年尚不生产土报纸，１９３８ 年生产土报纸 ２１０００ 担，１９４０ 年增至 １０２０００ 担。③ 夹江县手工纸的产量，
１９３７ 年为 ４０００ 吨，１９３８ 年增至 ８０００ 吨，１９４０ 年达到 ９０００ 吨。④ 产量增加的同时，手工纸的纸类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文化用纸比重大幅增加。 如梁山和铜梁战前文化用纸生产比重较小，分别占

７％和 ３０％ ，而迷信用纸比重则高达 ９３％和 ６７％ ，战时两地文化用纸比重分别升至 ９５％和 ５２％ ，迷
信用纸比重则相应降至 ５％ 和 ４５％ ；夹江和广安战前文化用纸生产较多，分别占全部纸张数量的

６０％和 ６２％ ，战时该项比重进一步增至 ８０％和 ７９％ 。⑤
和此时其他国家的纸张主要产自机器纸厂不同，受习惯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战时的四川

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由于机器纸厂所需的资本、原料和技术在战时极为缺乏，且纸厂的建成和运行

也需要一定周期，故战时四川机制纸的产量有限。 另一方面，当地的手工造纸业资源条件好，扩张

成本又较低，故改良手工纸在四川纸张供给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就 １９４３ 年二者的产量比重

来看，机制纸的产量仅占四川省纸产量的 ２０％ 。⑥ 这些国产纸张由于生产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虽
然整体质量并不高，也不足以完全满足当地书报业的巨量用纸需求，但至少提供了部分可以替代洋

纸的材料来源。

三、 书报业的用纸策略

造纸业和印刷出版业之间一直存在着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仅从成本投入来看，纸张作为报馆印

刷器材中最重要的一项经常支出，其费用一般要占到报纸全部成本的 ７０％左右，如何维持白报纸

供应无缺，一直是报馆经营中的重要问题。⑦ 战时四川纸市变动对书报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书报

业又是如何应对？ 本节将依次考察战时报业和书业的相关情况。
全面抗战初期，因四川一般报社纸张多有存留，故尚能用白报纸印刷，随着战事扩大，白报纸来

源渐感缺乏。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位于四川万县的《新文摘旬刊》宣称将改用土纸印刷，并解释该刊在纸

张缺乏的情况下，一直苦撑到现在才改纸，希望读者体谅其苦衷。⑧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香港《申报》文章

称，由于白报纸无处购买，重庆大多数的内迁报纸，都是“用着旧存的纸，那是半年以前设法运来

的，恐怕不久都将用罄”。⑨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期间，除《自由西报》有西文报纸的特殊背景，尚有白报纸

可用，《时事新报》和《扫荡报》订有德国白报纸尚未用尽外，其他报纸基本已改用四川本地纸张。
若不计各零星小报，此时重庆每日共出报 １０ 万余份，日用纸量 ５０ 余令，“其数量虽甚不大，但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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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送广安纸业调查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１８ ／ ２２ ／ ０３ ／ ０９２ ／ ０３。
韦斐斌：《中国造纸工业概述》，《广西企业季刊》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３ 年 ９ 月，第 １９ 页。
钟崇敏等编撰：《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 １９４３ 年版，第 ６６ 页。
《调查夹江县纸业概况报告书》（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四川省档案馆藏，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分行档案，民 ０７１ ／ ０１ ／ １５１６，第

７—８ 页。
钟崇敏等编撰：《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第 １７ 页。
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２０ 世纪社会史》，第 １２０ 页。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８）》，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６６ 页。
《编者赘言》，《新文摘旬刊》第 １ 卷第 ８ 期，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２０３ 页。
知我：《战时行都的新闻业》，香港《申报》，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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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制造工厂疲于供应”。①

战时洋纸缺乏的特殊环境里，国人的用纸心理也逐渐发生变化，韦斐斌即曾指出，“此时国人

对于用纸之条件，已随抗战之环境而大为放宽，故对于纸质之优劣，颜色之美否，双面是否光滑，
尺寸、厚薄及性质是否适宜，均不十分苛求，盖问题之所在，不在纸张之良否，而在纸张之有

无”。②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２ 日，重庆《大公报》公开宣告，“本市唯一经常使用白报纸之《自由西报》，自
昨日起，亦改用土纸”。③ 至 １９４２ 年，“书报刊物，能以嘉乐纸印刷者，已属寥寥，率多用土纸印

刷”。④ 印刷机与纸张的关系甚密，因迁入印刷设备多以对开机为主，使得与其匹配的手工对方

纸的需求增大，其价格亦逐渐提高。 如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夹江产的土报纸，每万张值国币 ３００ 元左右，
质量次一点的也在 ２５０ 元左右，上等的对开纸需 ５００ 元左右，次一点的在 ４５０ 元左右，劣等的亦

需 ３８０ 元左右。⑤

纸价上涨，虽然加重了报馆和印刷所的困难，但部分报纸的销路却并未减少。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

战爆发时，成都地方报纸《新新新闻》的发行量为 １􀆰 ２ 万份，战争期间其发行量曾高达 ２􀆰 ２ 万余

份。⑥ 《大公报》在战时的最高发行额，一度达 １０ 万份上下，因销路较好，甚至有相当盈余。⑦ 面对

纸张缺少，政府层面曾制定法令，限制新闻报馆的登记，这自然有在物资困艰时力求撙节的考虑。⑧

此外，战时报纸在纸张成本加重时仍能有相当销路，主要和两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方面，紧张的战

局对急切盼望新闻消息的民众本身就有吸引力，加以战时后方舆论界极力塑造“中华民族到了严

重关头，不可一天不看报纸”的社会氛围⑨，这使得民众对报纸的需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部分报

刊也在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来进行应对。 这些策略既包括频繁提升报价，也包括减少篇幅、多出合刊

和延期出版等紧缩发行办法。 直接提高售价，是应对成本升高的最简单办法，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

办法。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大公报》称，由于重庆纸价上涨，“如依汉口定价售报，赔累过巨，故不得

不将报价略予提高”。􀃊􀁉􀁒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亦表示，各报将于 １９４０ 年元旦

起，增加发行价格。􀃊􀁉􀁓

相对于涨价这一方式，报刊减少篇幅、缩减附赠和延期出版，则显得更为无奈。 如《艺文印刷

月刊》即表示，将自 １９３９ 年第 ４ 期起，调整售价和发行日期。􀃊􀁉􀁔 《新新新闻》原随报附赠每旬增刊，
但由于纸源减少，开支增大，该报于 １９３９ 年元旦节后，特将旬刊改为单独订阅，不再随报附赠。􀃊􀁉􀁕

《四川日报》报社因购纸经费紧张，曾先后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３ 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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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惠、邬统照：《后方新闻纸代用品试验报告》，《工业中心》第 ９ 卷第 ３、４ 期合刊，１９４１ 年 ８ 月，第 １—２ 页。
韦斐斌：《中国造纸工业概述》，《广西企业季刊》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３ 年 ９ 月，第 １９ 页。
《渝市点滴》，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２ 日，第 ３ 版。
赵富有：《抗战建国期间之造纸工业》，《西南实业通讯》第 ６ 卷第 ５ 期，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第 ４９ 页。
许秀廷：《抗战期中重庆成都宁波等处印刷业的概况》，《造纸印刷季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１ 年 ２ 月，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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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理明：《中国战时报业之特色》（１９４５ 年 ６ 月），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第

１７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０７—３０８ 页。
《请看，革新后今年的本报》，《新新新闻》，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３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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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１１ 日数次停刊，并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改为四开小版。① 在紧缩发行的基

础上，有条件的报纸尽可能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如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大公报》宣称，将应读

者需求，于次月增加用白报纸印刷发售。② 但随着订户增加，这一权宜之计变得难以继续维持。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该报称“因白报纸供不应求，自即日起停止接受白报纸报订户，至必要时并即停

止白报纸报之供给”。③ 类似情况在战时四川的报刊界相当普遍。
由于国产纸张纸质粗劣，出版行业增加了不少因使用土纸而产生的间接成本。 其原因一是土

纸因压榨时压力不足纸质疏松，故印刷时吸墨甚多，浪费油墨；二是国产报纸两面光度不同，且多未

上胶，纸毛易脱落，不但易填塞铅字空隙，还散沾于印刷机各处，增加了清理麻烦；三是土纸印刷时

容易折皱，导致印成报纸在折皱处呈空白或脱格现象，制约了印刷机器的使用。④ 战时土纸对铅印

机器使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书局改用较为便捷的石印或油印办法。 据商务印书馆

张毓黎回忆，因当时商务在内地没有先进的影印设备，故只能采用石印机及化学药水的旧办法翻

印。⑤ 由于排印困难，成立于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的商务成都分厂专做石印工作，“除以篇幅简少，内容较

简者重排外，不得不以一部分改为石印，以应需求”。⑥

上述不利条件，一方面增加了报纸印刷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读者的观感。 燕京大

学新闻系学生吴亦兰称，战时各报馆“印刷油墨也只好用国产，因此字迹亦常常模糊不清，致使读

者感觉看报是一件吃力的事”。⑦ 余理明也曾形容：“一张报纸，封面油墨透到里页，里页油墨透到

封面，印刷模糊难于辨认，报纸读者大伤脑筋。”⑧

实际上，战时书业在纸价飞涨、纸张缺乏和纸质粗劣这些问题上，也面临着和报业相似的困境。
关于纸张在书业成本中所占比例，据吴铁声估计，假定某书为 ３２ 开本，印数 ２０００ 本，每面 １７ 行，每
行 ４０ 字，共 １００ 页，共计 １３􀆰 ６ 万字，在不计利息、管理费和销售折扣等费用的情况下，１９４４ 年整本

书籍的直接成本从战前的白报纸本每本 ７３５􀆰 ０２ 元增至战时土报纸本每本 ９６５９２ 元，较战前约增

１３１ 倍。 其中，战前白报纸每令只需 ３􀆰 ５ 元，１９４４ 年土报纸每令需 ２１００ 元，增加 ６００ 倍，如仍用外

国白报纸，则增加 ４０００ 余倍。⑨ 排除物价因素影响，仍可发现纸张项的价格涨幅远高于整本书籍

的价格涨幅（如表 ３ 所示）。 从各项成本比重来看，正文纸张项由战前占书籍总成本的 ６􀆰 ３％ ，上升

至战时的 ３０􀆰 ４％ ，稿费项由战前占书籍总成本的 ５８􀆰 ８％ ，降至 １９４４ 年的 ２２􀆰 ４％ 。 这反映了战时书

籍出版在纸张成本上升时，不得不采取压缩稿费比例的做法如表 ３ 所示。
战时书业在用纸问题上，也是以力求节约为核心，采取多种类似于报业的应对措施，这导致战

时书籍印制质量明显降低。 陈存仁是战时生活在上海的一位名医，据他回忆，当时跑屯溪走单帮的

人常带来重庆出版的书报，但“纸张粗糙得比旧时的草纸（厕纸）还薄还黑。 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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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爱和、陈明泉：《抗战前至抗战初期的〈四川日报〉》，《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 ２ 辑，成都晚报报刊志编辑室 １９８５ 年编

印，第 ３ 页。
《本报加印白报纸启事》，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１ 版。
《本报紧要启事》，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
张永惠、邬统照：《后方新闻纸代用品试验报告》，《工业中心》第 ９ 卷第 ３、４ 期合刊，１９４１ 年 ８ 月，第 ４ 页。
张毓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渝时期的工作概况》，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１８９７—１９９２）》，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５７ 页。
《九年来之报告》（１９４６ 年 ９ 月），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１８９７—１９５０）》，上海书店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０７—２０８ 页。
吴亦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１９４６ 年 ４ 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第１９ 册，第 ５６５ 页。
余理明：《中国战时报业之特色》（１９４５ 年 ６ 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第 １７ 册，第

３０７—３０８ 页。
吴铁声：《我国出版界的现在与将来》，《新中华》复刊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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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大家抢着要看，但是只要四五个人看过之后，这本书就会变成纸糜一般，所以看的人必须轻

轻地翻阅，到后来用蜡纸糊裱起来，互相传观”。①

表 ３　 １９４４ 年与战前书籍成本比较表

项目
１９４４ 年成本 战前成本

单价（元） 总价（元） 百分比（％ ） 单价（元） 总价（元） 百分比（％ ）

稿费（实字 １０８０００） 每千字 ２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２２􀆰 ４ 每千字 ４􀆰 ０ ４３２􀆰 ００ ５８􀆰 ８

排工（１３６０００ 字） 每千字 １８０ ２４４８０ ２５􀆰 ３ 每千字 １􀆰 ２ １６３􀆰 ２０ ２２􀆰 ２

纸型 １０２ 页 每页 ７５ ７６５０ ７􀆰 ９ 每页 ０􀆰 １２ １２􀆰 ２４ １􀆰 ７

纸张正文 １４ 令 土报纸每令 ２１００ ２９４００ ３０􀆰 ４ 白报纸每令 ３􀆰 ５ ４６􀆰 ００ ６􀆰 ３

纸张封底面 ２６０ 张 土纸每令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０ １􀆰 １ 木造纸每令 ７􀆰 ５ ３􀆰 ９０ ０􀆰 ５

浇版 １０２ 页 每页 ４０ ４０８０ ４􀆰 ２ 每页 ０􀆰 １ １０􀆰 ２０ １􀆰 ４

印工正文 １３ 令 每令 ３１０ ４０３０ ４􀆰 ２ 每令 ３􀆰 ０ ３９􀆰 ００ ５􀆰 ３

印工封面 ４００ 页 每页 １６０ ６４０ ０􀆰 ７ 每页 １􀆰 ０ ４􀆰 ００ ０􀆰 ５

装订 ２０４０００ 页 每万页 １８０ ３６７２ ３􀆰 ８ 每万页 １􀆰 ２ ２４􀆰 ４８ ３􀆰 ３

共计直接成本 ９６５９２ １００􀆰 ０ ７３５􀆰 ０２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吴铁声：《我国出版界的现在与将来》，《新中华》复刊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第 ２４ 页。
说明：原表战前成本装订２０４０００ 页项为 ２５􀆰 ２０，核算后改为２４􀆰 ４８；原表战前总成本项为７３８􀆰 ７４，核算后改为７３５􀆰 ０２；纸张封底

面每 ５００ 张折合 １ 令。

同时，由于报纸和书籍在读者范围、编排方式和信息承载等各个方面有着一定区别，报纸时效

性较强，更注重瞬时新闻和生活讯息的传递，每份报纸的售卖周期通常都很短，多数报纸的读者范

围都相对大众化；而书籍则更多承载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意味，售卖周期更长，读者范围主要集中

在学生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群体。 这些区别使得战时书报业面对纸张紧缺，在采取节约纸张的相似

应对措施时，却引发了程度不同的读者感受和社会反响。
单就书报涨价来说，除报馆会将涨价和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外，一般人对报纸涨价的感受是比

较简单的。 吴虞一直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在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８ 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１ 日

和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的日记中，他分别对当地《新新新闻》的价格变化作了简单记录，并无其他评

论。② 而由于书籍的销售周期较长，更有部分战前印就的书籍，故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书籍定价和售

价的巨大差别。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陈克文到商务印书馆购得《政治教育引论》一本，定价 ４ 角，付
账 １ 元多。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陈买书后深感“这是战争以前印刷的书籍，为甚么会涨到三倍的价，
真不可解”，故寻求店主解释，结果被回复：“这不是他们一家如此，所有的书店都如此。”③

书籍虽为精神食粮，但与食品、衣被等其他日用必需品比较，终究还是可以节省的东西。 吴铁

声道出了此时因生活艰辛而无钱买书之人的心声：“一天不看书，总不致于精神上发生恐慌，然而

一天不吃饭，肚子就会在里面闹起来。”④与书为伴之人，在书价高涨、生活艰难之时，自然可以选择

放弃购书，或者至少可以少购书。 但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教科书担负着知识传承和意识形态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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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３８ 页。
《吴虞日记》下册，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８ 日、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１ 日、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第 ８０４、８４３、８５１、８９６—８９７ 页。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１９３７—１９５２）》上册，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第 ４８７—４８８、５２６ 页。
吴铁声：《我国出版界的现在与将来》，《新中华》复刊第 ２ 卷第 １１ 期，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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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使命，战时纸张紧缺对教材使用的影响，自然牵扯更为复杂。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教科书纸张

和印刷问题，曾在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引发普遍关注。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有人在重庆《大公报》发文，称
由于全面抗战初期教科书的印刷和运输成本增高，导致后方教科书的供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

问题。①

对于教科书印刷问题，国民政府曾制定了多种办法。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３ 日，教育部规定教科书用

纸，“纸质不必求其精，装订不必求其美，但使校引无讹，印刷明晰，在今日便成善举，纸可改用土

产，凡道林纸白报纸之类舶来品一概屏绝不用”。② 为节省印刷纸张，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２ 日，四川省政府

令各学校在采用教科书时，高年级应以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常识为限，中年级以国语、算术、常识

三种为限，低年级以国语、算术二种为限。 常识、社会、自然等科目的教学，应充分运用实物研究、采
集制作、参观调查、集会讨论等实际活动，如必须以书本作为教辅，可由学校发借各班学生轮流使

用。③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教育部再次规定，小学教科书插图可酌量减少，另印小挂图廉价发售；除初小国

语生字须有注音文字外，各科课文均可单用文字，不加注音符号；教科书封面需改用较粗而坚固之

纸张；小学教科书之版口需酌量缩小。
但针对版口缩小问题，随后社会上颇有责难。 民众认为世界书局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不但版口

改用 ４２ 开，且在一面上下分印两课，字迹细小，导致教学困难，此举更被认为是偷工减料，趁机牟

利。 教育部也认为此类教科书不合规定，“应即改正送缴，否则禁止发行”。④ 随后，世界书局在复

教育部函中表示，其深知教材对学生的影响甚大，故对于字体、插图、纸张、印刷和内容方面都不敢

擅自更改，只得酌量变通，改缩版口，以减轻重量，免增书价。⑤

实际上，不仅世界书局，其他如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等书局在战时皆以改变版口、增加排字

的方式来节约纸张。 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回忆，他自 １９３８ 年以后，即将新排各书变更版式，减少空

白，以增加行数，节省纸张。 于是一面大小相同的书此前仅能排 ５００ 字者，现在排 １０００ 字上下；又
每面的天地书头平时空白甚多，战时重版各书，尽量将天地书头进行减缩，经此新排或重排后，同一

字数的书，所用纸张仅为平时五成。⑥ 此时的生活书店也改革排印版式，以减少纸张用量。 如大部

分图书改用新五号字排印，１０ 万字的书稿，老五号字要排 ２３９ 面，而新五号字只需 １９８ 面；文艺书

对话多者改用横排，一律不排书眉，并减少插页和空白页。⑦ 印稿纸也有此种变化，据杨亚书言，战
前 １６ 开 ５００ 字的稿纸，战时改印 ３２ 开 ４００ 字，差 １００ 字可省一半纸。⑧

战时教科书的需求量十分巨大，据 １９４０ 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三家出版机构报

告，后方各省销售中学教科书 ２９０ 万册，小学教科书 ２２００ 万册。⑨ 在必须要保证纸张和印刷质量

的情况下，教科书也不得不涨价。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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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椿：《后方中小学教科书的供给问题》，重庆《大公报》，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教部通令抑制书价》，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３ 日，第 ３ 版。
《为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向书局采用教科书高年级以国语算术社会常识四种为限中年级以国语算术常识三种为

限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一体遵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４２ 年第 ９６ 期，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２ 日，第 ２７ 页。
《湖南省教育厅训令，耒二字第七〇六二六号》（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黄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第 １ 册，湖南教育出版

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３５—７３６ 页。
《教育厅案呈奉教育部令据世界书局呈请准予发行印成之小学教科书缩小本至售完为止姑予照准一案转令知照由》，《四

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４２ 年第 １３１ 期，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 ３３—３４ 页。
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１８９７—１９９２）》，第 ３５０—３５３ 页。
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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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曾多次联合呈请教育部，请予核准增加中小学教科书售价。① 纸价一直影响着书价，教育部面

对的总是“第一次提出问题尚未解决，而第二次加价、第三次加价之呈文又到”。② 从书局的立场，
以节省成本的方法来增加书本流通，其用意固好，但民众则对破烂的教科书如何用来进行文化教育

产生了怀疑。 对此，满广信的总结可谓简单而直接：“何以社会里的书报流通不广，学生又无书读

以至不读书呢？ 说得严重一点，一言以蔽之，‘纸’的问题。”③可见，战时书报业虽然主动或被动的

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应对困境，但纸张问题依旧严重制约着其生产和经营。

四、 纸张管控与纸市演变

纸张问题不仅关乎报业和书业的生存，也与政府文书行政密切相关。 在战前国货运动的影响

下，政府用纸也面临着在进口洋纸与国产纸张之间做出选择。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３ 日，为提倡国货，国民

政府行政院曾训令实业部，“嗣后各机关印刷及行文一切用纸，非有万不得已情形，务须购用本国

出品，至于以前业经购备之外国纸张，一经使用完罄，不得再行购用”。④ 战时纸张紧缺的环境中，
政府机关的日常用纸原则，逐渐从战前购用国货堵塞漏卮的初衷，转向战时力求节约这一更为现实

的应急之策。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行政院特别规定，“以后凡非十分必要之报告及计划书，均不得印刷，其
必须印刷者，亦应注意篇幅之节约与物料之撙节，不得加入无谓之材料，除图表以外尤不得用洋纸

印刷”。⑤ 随后，这一应急用纸原则，在四川各级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中被不断强调。 实际上，对政

府来说，比维持自身需求更重要的显然是如何调剂纸市供需，以利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人士和新闻出版界一开始也愿意，甚至要求政府出面来管理纸市。 １９３９ 年初即有人提

出，“现在纸荒的真正原因，固然由于供求之不能相应，其中也难免不有奸商囤积居奇，趁机操纵”，
故政府有必要对纸张市场进行管理。⑥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重庆《大公报》《益世报》《新华日报》同
时刊发社论，认为纸荒已严重威胁新闻界的前途，解决此问题已刻不容缓。⑦ 纸张紧缺在后方舆论

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战时进行纸张管控也是政府保障民生的重要途径，因此，纸张管理的制度建设亦在逐步推进。

１９３９ 年初，为稳定日用必需品价格，国民政府在经济部设立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处，随后该处办理

登记存货，规定土纸数量在 ５０００ 张以上，洋纸在 １ 令以上者，必须在登记后才能继续供销，违者以

囤积居奇论罪。⑧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３ 日，国民政府制定《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
也包含了纸张管理的内容。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经济部物资局拟具了 ５ 项补救纸张恐慌的办理原

则。 一是实行登记，取缔囤积，纸与一般物价的比例及生产成本采取议价办法，以维持市场供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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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行购用通令遵照》（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３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实业部档案，四二二 ／ １２１８，第 １４ 页。
《奉行政院令通令所属为各机关之报告及计划书非必要时不得印刷一案令仰遵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３８ 年第 １１４

期，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第 ８—９ 页。
凤林：《如何救济纸荒？》，《新新新闻每旬增刊》第 ２７ 期，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１ 日，第 ３ 页。
苏国夫：《与文化有关的纸的问题》，《时论分析》第 ４３ 期，１９４２ 年 ３ 月 １ 日，第 ３２—３３ 页。
《平价购销处，昨开始登记存货》，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８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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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疏通来源，鼓励商运，并由交通部驿运管理处及四川省船舶总队协助运输；三是协助用户向产地

直接收购，政府予以运输及资金上的便利；四是控制造纸原料及办理槽户贷款，增加土纸生产，必要

时设立机构加以管理；五是纸张消费应力求节约，迷信用纸应予以适当取缔。① 此原则涵盖了纸张

的产、运、销等多个环节，后来四川对纸张的具体管制，基本也是依此原则展开。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 日，
经济部物资局成立纸业筹备管理委员会，该会成立后即逐渐开展纸张收购业务，随后，经济部在此

筹备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物资局纸业管理处，专门负责管制纸业。②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 日，经济部日用

必需品管理处正式成立，前物资局纸业管理处业务由该处接管。
限制纸价是纸张管理的重要内容。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决定依照各类纸张对民

众需求的重要程度，除土报纸实行限价外，其余种类纸张实行议价。③ 第一次限价实施后，因产区

成本与销区售价未能配合，致使梁山和大竹等地纸张运渝数量从之前的每月 ３ 万余令，减至

３００—５００ 令，随后政府不得不将土报纸的限价从 １６７ 元提高至 ２７５ 元。④ 在此后的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０ 月，１９４４ 年 ３ 月、１０ 月和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重庆市又五次提高纸张限价，但无论是机制纸或手工纸，
每次调整后的限价均远远低于同期市价，甚至低于此前几个月的市价。⑤ 限价之所以难以平抑市

价，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纸业生产成本增加是重要因素。 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第 ５１ 次星五聚餐会上，中
元造纸厂的钱子宁曾抱怨，道林纸从前每磅 ２ 角，现在每磅售价 ６０ 元，烧碱从前每吨 ２００ 元，现在

黑市每吨 １０ 万元，以涨 ５００ 倍烧碱制造涨 ３００ 倍纸张，纸厂生产难以维持。⑥

推行限价制度的同时，自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起，重庆还推行纸张核配办法。 规定机器纸厂每月必须

生产白报纸及米色报纸的最低数量，并应将其全数交由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分配，凭证发

售。⑦ 但实际配售中，纸厂并未完全遵照上述规定。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

发出公告，不满部分纸厂借口其纸张不在配售范围以内，而在尚未交足认制数量前，即私自售卖；或
则在呈报该处核准前先私下交易，待事后再来请求该处发证追认。 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此特别规

定，此后将对这类违反规定的纸厂，停发额外产纸准购证及准运证，并认定其交易为违法。⑧ 纸厂

之所以阳奉阴违，原因在于官价收购和其实际生产成本相差甚多。 如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建国造纸厂出

产的白报纸官价 ３６８０ 元，成本为 ９０８６􀆰 ２８ 元；米报纸官价 ２７２０ 元，成本为 ８０８１􀆰 ６４ 元。 １１ 月白报

纸官价 ６２００ 元，成本为 １０２１２􀆰 ４ 元；米色报纸官价 ４６２０ 元，成本为 ８８９６􀆰 ２２ 元，官价均远低于

成本。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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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和配售制度对纸张产量和纸类结构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因日

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机制纸的管制，仅涉及白报纸与米色报纸两种，其余纸张虽亦议价，但只是轻度

管制，或根本不在管制之列，这导致机器纸厂逐渐减少白报纸的生产，而转向生产其他种类的纸张。
如中元造纸厂在 １９４４ 年就已停出白报纸，改制其他劣质纸。① 建国造纸厂更总结道，此时纸厂盈

亏，除和产量有关外，更和制造何种纸张有关系，“制造报纸之多寡，恒为该月盈亏之重要因素”，
“因打字纸及白道林纸售价较高，报纸受限价影响，售价仅及成本之一半，如多造报纸势非亏损不

可”。②

抗战后期生产成本高涨的环境下，手工造纸业也普遍减产。 手工纸主产区梁山、广安、夹江和

铜梁等地纸张，全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按定价收购，但各厂商以其不够成本，多设法在黑市销出，或
借口原料问题而减产。③ 战时梁山纸业兴盛时共有 ３０００ 槽，限价实施之时，因规定售价与成本相

差太远，由 ３０００ 槽降低为 ３００ 槽。 铜梁县在 １９３９ 年与 １９４０ 年间改产报纸，亦达 ３０００ 槽之多，重
庆市场几乎全由该地供给，至 １９４３ 年时，铜梁纸业已一蹶不振，全区不过数百槽。④ １９４４ 年，夹江

县“槽户无利可图，歇业减产者，比比皆是”。⑤

手工纸减产的同时，部分纸农逐渐从生产文化用纸转而生产纸面较小、纸品较粗的迷信用纸。
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此转变也有认识，“综观最近生料报纸之量少价昂，非由游资囤积之故，实缘

成本超过售价以及黄表二元等类纸价刺激之所致”。⑥ 手工纸产量减少和生产方向的改变其实不

难理解，因为作为兼营造纸的槽户，其生产生活要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过活，当自家产粮不足食

用，市场粮价升高远远超过其他农产品的幅度，生产纸张又成本高昂、利润难保时，纸农减少或放弃

纸张的生产，对其来说便是最迫不得已、也最为理性的选择。
政府为鼓励槽户生产文化用纸，不得不多次调整对迷信用纸的管理办法，从全面抗战初期限制

迷信用纸的消费，到抗战后期对迷信用纸产销进行更严厉的限制或查禁。 为劝令槽户改造印刷用

纸，政府规定自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起，梁山、大竹、达县、铜梁、广安、夹江和洪雅等产区各县，由地方政府

劝令各槽户限期改造印刷用纸，限制迷信用纸出产，并劝告民众不再使用；各槽户商号旧存迷信用

纸及制造原料，由地方政府登记，限期禁止产销，在限期内迷信用纸一律征收 ８０％ 从价税，以期寓

禁于征；在实行禁止后，各槽户及纸商行号仍有继续产销者，将依法惩处。⑦ 但这一办法的实际效

果似乎有限。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重庆市颁布了比此前更为严格的《取缔迷信用纸办法》和《重庆市

节约书报杂志用纸办法》。⑧

纸张产量的下降和纸类结构的改变更加剧了纸张配售不足的情况。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重庆每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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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纸区纷纷减产》，《新商业》第 １ 卷第 ５、６ 期合刊，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
段之一：《四川手工造纸业的技术改良》，《中国工业（桂林）》第 ２０ 期，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 ３８ 页。
华有年：《夹江的纸业与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 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第 ４１６ 页。
《据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呈关于取缔迷信用纸之制造一案函请查照核办见复由致四川省政府》（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３ 日），四川省

档案馆藏，四川省建设厅档案，民 １１５ ／ ０５ ／ ９３３８，第 １０８ 页。
《据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呈拟取缔梁山大竹等县槽户制造迷信用纸办法三项函请查照转饬遵办由》（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建设厅档案，民 １１５ ／ ０５ ／ ９３３８，第 ６８—６９ 页；《各省迷信用纸应按锡箔税率课征统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０１４ ／ ０４０２０９ ／ ０００４。

《重庆市节约书报杂志用纸办法》，《四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４５ 年第 ３２９ 期，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第 ４—５ 页；《取缔迷信用纸办

法》，《四川省政府公报》第 ３２９ 期，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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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需要量约在 ３ 万令左右，但每月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实际配销数仅为 １ 万令。① 书报业深感

管制太严，“往往请数多，而获数少”。②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图书杂志及机关用

纸审查委员会共收到 ８３ 个单位的申请，其申请数分别为生料土报纸 １４５０ 令，熟料土报纸 １４４３ 令，
梁山官堆纸 ４０８ 令，溥泉纸 ６８ 令，共 ３３６９ 令。 该会依核配标准按优先顺序分别配售，只准购生料

土报纸 ５５４ 令，熟料土报纸 ３２５ 令，梁山官堆纸 １１４ 令，梁山白报纸 ７０ 令，溥泉纸 ３３ 令，共 １０９６
令。③ 可见配售远远难以满足需求。

限价远远落后于市价，官价远远落后于成本，促使纸张交易多转向黑市。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当交通

银行总管理处进行调查时，重庆手工纸正在被以超过议价 ３０％的黑市价格进行交易。④ 黑市扰乱

了大后方正常的纸张交易秩序，洪江造纸厂负责人谭天萍曾感慨：“这种种的教训，使我们自己怨

恨，为什么不去做囤积商，轻而易举的赚钱，却要带着百数十余名员工，天天在大风浪中生活呢？”⑤

纸市混乱，也使纸商和报馆等群体对政府管制政策日益不满。 重庆市纸商公会代表黄庄毅认为，重
庆正当纸商无法进货、无货应市，而操纵纸市者则另有其人，随时可发现有身着革履西装者来各纸

铺兜售。⑥ 重庆各报联合会认为，除公营报社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充分供给纸张外，民营报社则配

数过微不足需要，以致经营艰困，故政府应“视民营各报社需要，分别配售，设或不能充分供应，至
少应视实际需要比例配给，以期公允而维报业”。⑦

总之，由于抗战后期四川整体经济环境恶化，纸张生产成本日益加重，而政府有限的管控举措

却不断被来自纸张产销各方的变通应对所消解，最终导致四川文化用纸的生产日益减少。 由于供

需相差甚巨，市场遂出现纸价愈限愈涨、纸张愈配愈缺、纸市愈管愈乱的现象，书报业的经营自然更

趋困难。

结论：纸张紧缺的话语与实践

综上可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是纸张绝

对数量的紧缺，这源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进口纸张数量的大幅减少，战时文化格局的变动

使得四川纸张消费需求激增，从而造成当地纸张供给的严重不足。 第二个层面是纸张结构方面的

相对紧缺，因战时四川机器和手工造纸业所生产的文化用纸数量较少，且纸张价格高昂、质地粗劣，
从而严重制约了印刷出版业的纸张使用。 第三个层面的紧缺，则主要受到战时舆论的影响，可称其

为“紧缺”的话语。 紧缺话语的出现，既受到政府对战时纸张价值不断强调的影响，也包含社会人

士对中国传统造纸业发展道路的反思，以及印刷出版业等用纸单位对其生存现状的忧虑，上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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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关于检发重庆市钢铁业、纸业、制革业等动态报告致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的函》（１９４４ 年 ３ 月），重庆市

档案馆藏，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档案，０２８８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９００００１１６０００。
端木琦：《当前图书出版事业之检讨》，《出版界》第 １ 卷第 ６、７ 期合刊（重庆），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第 ３２ 页。
《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图书杂志及机关用纸审查委员会第 １ 至 ４ 次会议记录》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重庆市档案馆

藏，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档案，００２２０００１００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关于检发重庆市钢铁业、纸业、制革业等动态报告致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的函》（１９４４ 年 ３ 月），重庆市

档案馆藏，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档案，０２８８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９００００１１６０００。
谭天萍：《关于“纸荒”———一个造纸厂主的呼吁》，黄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第 ２ 册，第 １０８７ 页。
《关于检从黄庄毅对纸业管制的意见并请赐披露致大公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等的函》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重庆市档

案馆藏，重庆市各商业同业公会档案，００８５０００１００３５６０００００５５。
《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关于贷放土报纸业增产贷款的函、代电》 （时间不详），重庆市档案馆

藏，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档案，０２８９０００１００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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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紧张与矛盾，使纸张紧缺在不同场合被不断表述。
纸张紧缺话语的出现，深受抗战这一特殊环境的影响。 战争使纸张问题超出了一般普通物品

的范畴，而有了特殊意义，纸张的角色和作用在战时被无限放大。 张志诚曾形象地说：“假如吾人

承认文化宣传是一种战争的话，则造纸厂应该是宣传战的文化兵工厂。 缺乏纸张，便等于战十

〔士〕缺乏弹药一样，战争的形态便不能延续下去。”①战时纸张被认为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义，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央日报》刊出《纸与粮食同等重要》一文，纸张

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 舆论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文化力

量的决战。 一国纸张消耗量的多少，被认为和该国文化事业及民智的发达程度成正比。 国人无不

感慨中日两国人均用纸量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国民平均每年每人用纸仅二磅余，较之敌寇———
日本国民每年每人用纸二十七磅尚不及远甚。”②

战时纸张的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与政府对纸张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对于战时四川的

大多数纸农或纸厂来说，其除了以“文化的名义”，要求政府调整不合理的限价政策和降低纸张税

率外，似乎并没有自觉地将其日常生产活动和国家文化传承这一神圣使命联系起来。 无论是抗战

前期四川机器与手工造纸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抗战后期手工槽户和机器纸厂对纸张产量和纸类结

构的调整，更多的则是其在战时经济政策和纸市利润变动影响下，不断根据自身条件而调整产能的

结果。 印刷出版业是一个依赖造纸业为生的行业，钱存训在分析中国长期形成的行业文化对印刷

业的影响时曾指出，“在西方，印刷事业只是一种谋利营业，而在中国社会却有很强烈的道德意义。
对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被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③ 战时书报业的发展，更需要在商业经营与文

化传播之间努力寻找平衡。 由于战时环境的限制，使得书报业不得不因陋就简，采取多种节约发

行，甚至被部分人士形容为偷工减料的用纸策略，以此来适应纸市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书报

的印制质量，甚至引发教科书用纸恐慌，这反映出战时纸张供应的窘态和文化传播的不易。
但不可否认，正是战时造纸业和书报印刷业的发展，对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质支撑。 战时四川大量国产纸张的出产，为书报业提供了洋纸缺乏时可供替

代的纸张原料。 就像程其恒所形容的那样：“无论那〔哪〕一家报纸在物质上都是采用着粗糙的土

纸和不很鲜明的油墨，但，正因此而可表现出我们新闻纸的原料已经可以自制自给了！”④虽然战时

纸张获取不易，但却坚定了长期依靠舶来纸的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信念。 战时重庆新闻出版业自身

亦宣称，尽管“经营的前途如此的困难，但精神均好，大家都知道它的使命，而艰苦的奋斗；这在抗

战全局的后防〔方〕，建起了精神给养的兵站”。⑤ 整体来看，虽然抗战后期的书报印刷和出版业中

也曾出现个别文化投机的现象，但战时这一行业的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努力为社会提供文化用品，
这对丰富战时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和支援抗战宣传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卢徐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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